
 

 

“新雁行模式”理论与“一带一路”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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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传统的“雁行”理论难以合理解释各国产业发展的新特征。为

此，文章以新国际分工体系为背景，提出产业发展的“新雁行模式”，在溯源传统“雁行”理论的基础

上，以贸易合作和产业转移为切入点，对“新雁行模式”进行理论分析，并对“一带一路”产业发展的

“新雁行模式”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产业发展具有梯次发展、依序起飞的“雁

行”形态，呈现出“大雁群”嵌套“小雁群”和“多级雁行”格局，“首雁效应”并非只来源于单个国

家。（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生产效率提高、产业发展表现出多元化、高级化趋势，中高技术和高

技术产业的比较优势增加，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高技术产业上的比较优势

主要源于低附加值环节。（3）“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区域内比较优势单向转移明显增加，但是对

沿线各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促进作用尚未充分显现。因此，需要发展“一带一路”生产网

络，培育“多级雁行”格局，增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领头雁”功能，推进区域产业发展的“新雁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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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学界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地区的国际分工体系和产业发展过程比喻为“雁行模式”。

“雁行模式”理论起源于日本经济学家 Akamatsu（1932）提出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后经

Okita（1985）和 Kojima（2000）等补充发展，形成了一个关于区域产业转移和产业发展的比较完整

的理论解释。传统的“雁行模式”以产业间和产业内垂直分工为基础，按照日本−亚洲“四小龙”

−东盟其他国家、中国沿海地区的产业发展顺序，形成以日本为核心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本技

术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等级式”梯次产业分工体系（Ozawa，2011）。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后，东亚“雁行模式”驱动区域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东亚奇迹”。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际产业分工模式在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基础上，深入到工序

环节，呈现出以产品内分工为主导，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与产品内分工并存的多层次的国际

分工体系，其主要形式包括产品内分工（Cao 等， 2017）、垂直专业化（Kwon 和 Ryou，2015）、全球价

值链（Gereffi，1999）和全球生产网络（Yeung 和 Coe，2015）等。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为各国特别是发

收稿日期 ：2021-08-1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97304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7ZDA046）；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

项目（19YJA790026）

作者简介 ：周华蓉（1977− ），女，湖北枝江人，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讲师；

刘友金（1963− ），男，湖南浏阳人，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教授；

贺胜兵（1977− ），男，湖北枝江人，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教授，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基地研究员。

第 48 卷  第 8 期 财经研究 Vol. 48 No. 8
2022 年 8 月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ug. 2022

•  78  •

https://doi.org/10.16538/j.cnki.jfe.20211216.201
https://doi.org/10.16538/j.cnki.jfe.20211216.201
https://doi.org/10.16538/j.cnki.jfe.20211216.201
https://doi.org/10.16538/j.cnki.jfe.20211216.201


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分工提供了更大的机遇，各国不仅参与基于不同要素禀赋的产业间垂直分工

体系和基于不同技术水平的产业内垂直分工体系，而且还参与基于不同技术和价值增值环节的

产品内垂直分工体系。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使“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产业分工合作由等级式转

变为网络式，区域内国家基于自身比较优势，从不同的节点切入全球或区域生产网络，全方位、多

层级地参与国际分工。产业链的封闭式线性排列转变为开放式多点联结，区域内不同层级的国

家通过自主培育和从区域内外获取动态比较优势实现产业发展，形成了多层次、网络状的新型

区域生产体系。

新国际分工体系下的产业发展仍然表现出明显的“雁行”梯度差异。以“一带一路”区域产

业发展为例，高技术产业区域内出口规模较大的主要是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中等技术产业

区域内出口规模较大的主要是中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低技术产业区域内出口规模较大的主

要是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①但是，新国际分工下的产业“雁行”梯次发展又不同于传统“雁行

模式”下的线性等级式产业发展格局。例如，2018 年“一带一路”高技术产业区域内出口最多、增

长最快的是中国，而不是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和创新水平最高的新加坡。“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后，越南半导体（高技术产业）区域内出口增速最快，缅甸和柬埔寨的通用机械设备（中高

技术产业）区域内出口增速进入区域前三位。同时，新国际分工下“一带一路”区域内生产网络

联系日益紧密，2000−2018 年“一带一路”区域的中间品贸易网络密度由 0.714 持续增加至

0.854，互惠性由 0.374 持续增强至 0.561。②显然，传统的“雁行模式”理论已经难以解释新国际分

工下产业梯次发展的新现象。首先，“雁行模式”理论是对产业间和产业内垂直分工体系的线性

表达，没有从产品内分工的角度解释区域产业梯次发展，而以产品内不同工序和环节分工为标

志的新国际分工已成为当前最主要的国际分工形式。其次，学界普遍认为东亚生产网络的产生

和发展是对“雁行模式”的超越和替代（陆寒寅，2016），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使得封闭且只以产

业结构自我完善为最终目的的雁首（日本）牵头的东亚“雁行模式”难以为继（黄群慧等，2015）。

显然，新国际分工体系下的区域产业梯次发展需要有新的理论来解释。

本文提出产业发展的“新雁行模式”，并基于“一带一路”产业发展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国

家或区域在产业发展阶段上具有明显的梯度和级差是“雁行”式继起发展的重要前提。“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成员众多，广泛分布在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中欧、东欧等区域，经济发展

水平覆盖了从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到高收入的所有层次，工业化水平包括前工业化、工

业化初期前中后段、工业化中期前中后段、工业化后期前中后段、后工业化等所有层级，经济发

展模式包含要素驱动、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型、效率驱动、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创新驱

动等所有类型。“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大多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同时又在资源禀赋、经济发展

水平和工业化发展阶段等方面具有巨大的差异，因此沿线国家具备“雁行”式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

黄群慧等（2015）、张茉楠（2016）等学者提出基于产能合作和比较优势构建“一带一路”的

“新雁阵”模式，将“一带一路”倡议打造成新雁阵模式的平台，但现有文献仅限于从产业发展梯

次性的角度提出“新雁阵”模式的概念，并未对其内涵、运行机理和特征进行系统研究。产业发

展梯次性只是“雁行”关系存在的基础，并不能反映“雁行”关系的完整内涵。本文不仅提出“新

雁行模式”概念，而且从理论上分析“新雁行模式”在新国际分工下的作用机理与演进过程，概括

“新雁行模式”的内涵特征，并用“一带一路”产业发展的经验证据进行验证。研究发现：“新雁

行模式”符合“雁行”关系的基本内涵；但是，新国际分工体系下“新雁行模式”具有与东亚“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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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 UN Comtrade 的数据分析结果，产业分类采用 OECD 的制造业技术划分标准，收入水平划分采用世界银行的国别分类标准。

② 根据 UN Comtrade 相关数据，采用 UCINET6.0 计算得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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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不同的新特征，“新雁行模式”呈现出“大雁群”嵌套“小雁群”和“多级雁行”格局，新国际

分工下部分低梯度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获得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动态比较优势，部分高梯度

国家仍然具有较低技术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一带一路”倡议对“新雁行模式”的发展有重要

促进作用。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溯源传统“雁行”理论并总结其基本内涵的

基础上，提出产业发展的“新雁行模式”，分析其在新国际分工体系下的运行机理和主要特征；二

是使用“一带一路”出口贸易数据对“新雁行模式”的主要特征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一带一路”

倡议对“新雁行模式”的影响，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新雁行模式”的理论分析

（一）传统“雁行模式”理论溯源

1.“雁行模式”的理论原型：M−P−E 路径。“雁行模式”强调通过区域内贸易和生产性投资

实现产业发展，其理论实质在于工业化追赶和区域产业转移。其中，Akamatsu（1932）的“雁行模

式”理论以新产品贸易为基础，阐释后发国家制造业将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有机结合，

实现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追赶。进口（M）−国内生产（P）−出口（E）的发展路径如图 1 所示，①其中

M−P−E 表示消费品（棉织品）的工业化追赶路径，m−p−e表示资本品（纺织机器）的工业化追赶

路径。具体可概括为四个阶段：消费品进口阶段、消费品进口替代和资本品的进口阶段、消费品

出口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阶段、消费品出口减少和资本品开始出口阶段。M−P−E 路径不仅可

以描述从消费品到资本品的发展，而且也可以描述原始产品−简单产品−复杂产品−精炼产品的

发展过程。

山泽逸平（2001）对 Akamatsu（1932）的工业化追赶路径进行了拓展，从新产品国际贸易梯次

更替的角度解释“雁行模式”，提出包含引进、进口替代、出口增长、成熟和逆进口五个阶段工业

化追赶的“产业雁行发展形态”，其中逆进口是由次梯度国家更具优势的产品出口的挤出效应而

导致的。

2.“雁行模式”的理论发展：产业转移路径。Okita（1985）研究“雁行模式”对区域工业化的影

响，认为从日本发端的“雁行模式”产业转移是亚洲经济增长的引擎。Kojima（2000）引入外商直

接投资（FDI），将“雁行”理论扩展到区域内国际分工。如图 1 虚线所示，随着一国工资上涨，该国

逐渐将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品（棉织品）的生产（Pf）转移至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然

后通过逆进口（Mr）补充国内生产的不足。显然，逆进口的出现是产业转移的结果。

Kojima（2000）进一步提出后发国家通过产业转移实现产业发展的两种途径：一是基于产业

内周期实现现有产业的产品升级，如从棉花到羊毛再到合成纺织品等；二是基于产业间周期实

现新产业发展，如从纺织业到钢铁制造业再到造船业等。图 2 展示了后发国家通过产业转移实

现“产业多元化和高级化”的过程，图中 A 为“雁行”领飞国家，B、C 和 D 依次起飞，X 至 Q 表示

产业升级的顺序。第 I 阶段，A 国完成 X 产业的追赶过程，具有 X 产业比较优势；第 II 阶段，A 国

获得 Y 产业比较优势，将失去比较优势但在 B 国具有比较优势的 X 产业转移到 B 国；第 III 阶段，

A 国的比较优势产业升级为 Z 产业，将失去比较优势的 Y 产业转移至 B 国，同时 B 国将失去比较

优势但在 C 国具有比较优势的 X 产业转移至 C 国。如此形成了以 A 国为雁首，各国依次起飞的

产业发展“雁行模式”。

  2022 年第 8 期

① 图 1 和图 2 参见 Kojima（2000）。本文其他图形均由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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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雁行”形态产业发展的基本内涵。根据传统“雁行模式”理论，开放经济下区域产业发展

的“雁行模式”由新产品贸易和产业转移共同推动，传统“雁行模式”下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主

要来源于区域内基于不同要素禀赋的产业间垂直分工，以及基于不同技术水平的产业内垂直分

工。传统“雁行模式”理论包括三个基本内涵（车维汉，2014）：一是区域内各国的发展阶段具有

梯次性；二是以垂直分工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动态变化和动态产业转移，表现为各产业比较优势

在不同梯次国家间单向转移，以维持“雁行”产业结构梯度升级序贯；三是“雁行”结构推进使各

国实现“生产效率化”和“生产多元化和高级化”，表现为生产能力提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二）“新雁行模式”的运行机理及主要特征

1.“新雁行模式”的运行机理。新国际分工体系为区域产业转移和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空间

和新动力。新国际分工体系形成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以及工序分工并存的复杂生产网络（梁

碧波，2013），随着新国际分工的发展，贸易合作和产业转移突破了国家间最终产品贸易和产业间

整体性转移的模式，向中间品贸易和部分生产工序转移的模式演进（刘友金和胡黎明，2011）。在

新国际分工体系下，产品内分工本质上仍然是垂直专业化分工（王孝松和谢申祥，2009），区域内

有明显梯度差异的各国产业渐次起飞，既有来源于不同产业和产品的梯次发展，也有来源于产

品内不同环节的梯次发展。这里将新国际分工体系下的区域产业梯次发展现象称之为“新雁行模式”。

“新雁行模式”符合传统“雁行模式”的基本特征，但是与传统“雁行模式”相比，又具有不同

的运行机理和发展趋势。在“新雁行模式”分析框架下，后发国家的产业发展仍然遵循贸易和投

资两个路径。在贸易路径下，后发国家将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有机结合，可以直接沿着

新产品的 M−P−E 路径实现工业化追赶，也可以通过进口关键或核心零部件，获得新产品的比

较优势并实现产业升级。在投资路径下，随着国际分工体系不断深化，在区域内存在产业发展梯

度差异的国家之间，既有不同资源禀赋的产业间梯次转移，也有不同技术水平的产业内梯次转

移，还有同一产品生产链或价值链上不同技术水平和价值增值环节的产品内梯次转移。低梯度

和高梯度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具有双向性，低梯度国家承接高梯度国家转出的中低端产业或者

高端产业的低附加值环节，同时在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引导下，低梯度国家的部分高端制

造业和价值链上游环节也可能回流至高梯度国家。

“新雁行模式”根植于全球或区域生产网络，刻画网络式的产业关联。各国基于要素禀赋和

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区域内分工，培育或从区域内获取动态比较优势，通过区域内贸易合作和产

业转移实现产业发展；各国还可以从不同的节点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积极参与全球分工，培育或

从区域外获取动态比较优势，通过全球贸易合作和国际产业转移实现产业发展。

2.“新雁行模式”的演进过程。在新国际分工体系下，“新雁行模式”的演进主要有贸易合作

和产业转移两条路径，分别用图 3 和图 4 表示。A 国为“新雁行模式”中的领飞国家，B 和 C 依次

起飞，X、Y、Z 和 Q 表示技术水平由低到高的产业或产品，A、B 和 C 三国的比较优势产业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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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传统“雁行模式”：M−P−E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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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 和 X。x−q 在贸易路径中表示产业 X−Q 的核心或者关键零部件出口，在产业转移路径中表

示产品 X−Q 生产的某个价值链环节，顺梯次转移的是价值链较低环节，逆梯次转移的是较高环

节。带箭头的实线表示区域内的产业联系，虚线表示与区域外的产业关联。

z q

图 3 基于 M−P−E 贸易合作路径分析“新雁行模式”下的产业发展。A 国生产具有比较优

势的产品 Z 并向较低梯度国家 B 和 C 出口，从 B 和 C 国分别进口较低技术产品 Y 和 X 以满足国

内需求，同时从区域外更高梯度国家进口更高技术产品 Q，经历 M−P−E 路径，逐步获得 Q 产业

的动态比较优势。B 国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Y，从 A 国进口新产品 Z，经过 M−P−E 路径，

逐渐获得 Z 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全球生产网络中 B 国还可以从区域外进口更高技术的新产

品 Q，经历 M−P−E 路径，或者进口核心或关键零部件 q 直接投入到国内 Q 产品的生产，从而增

强 Q 产业的比较优势。C 国是区域内的低梯度国家，一方面 C 国可以从 B 国进口新产品 Y，通过

M−P−E 路径获得 Y 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另一方面 C 国也可以从 A 国或者区域外进口 Z 产

品，甚至从区域外进口 Q 产品，经历 M−P−E 路径，获得 Z 产业或者 Q 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新

国际分工下 C 国还可以通过从区域外进口核心或关键零部件 或者 以增强 Z 产业或者 Q 产业

的动态比较优势。

图 4 从产业转移角度分析“新雁行模式”下的产业发展。从产业转移来看，A 国承接区域外

高梯度国家的 Z 产业转移，将失去比较优势的 Y 产业转移至较低梯度的 B 国，B 国将失去比较优

势的 X 产业转移至更低梯度的 C 国，从而 A 国 Z 产业、B 国 Y 产业和 C 国 X 产业的比较优势得到

实现和强化；从环节转移来看，A 国从区域外承接高技术产业 Q 较低环节 q 的生产转移，将优势

产业 Z 的部分较低技术环节 z 转移至 B 国，将 Y 产业部分较低技术环节 y 转移至更低梯度的

C 国，B 国将优势产业 Y 的部分较低技术环节 y 转移至 C 国，从而 A、B 和 C 三国分别获得 Q 产

业、Z 产业和 Y 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实现产业升级。全球生产网络中的 B 国还可以从区域外承

接产业 Z 和 Q 的较低环节 z 和 q 的生产转移，C 国可以从区域外承接较高产业 Z、Y 和 Q 的较低

环节 z、y 和 q 的生产转移。因此，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下低梯度国家可以通过承接高技术产业的低

技术和价值增值环节的生产转移，从区域内外获得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机会。

新国际分工体系下，不同梯度国家之间的不同生产环节的转移具有双向性，低梯度国家具

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较高技术环节可能转移至高梯度国家。如图 4 所示，低梯度国家 C 的优势

产业 X 的较高技术环节 x 可能转移至较高梯度国家 B，甚至更高梯度国家 A；较高梯度国家 B 的

优势产业 Y 的较高技术环节 y 可能转移至更高梯度国家 A。

显然，如果具备一定的产业发展基础，“新雁行模式”下所有国家均有可能从区域内外获得

发展更高层次产业的机会，这不同于产业发展顺序上严格遵循“等级式”（Ozawa，2011）梯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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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雁行模式”。尽管较高梯度国家拥有更高的工业化水平、技术能力和生产效率，在发展

和承接新产业上更具有比较优势，但是“新雁行模式”下工业基础较好的次梯度国家也有可能实

现跨越式发展，新国际分工体系缩短了全球生产网络的准入“门槛”（陈俊营和方俊智，2020），各

国通过贸易和投资形成多层次、网络状的新型区域“梯次”生产体系。

3.“新雁行模式”的主要特征。“新雁行模式”是对新国际分工背景下“雁行”产业发展形态

的理论概括。一方面，“新雁行模式”满足产业发展“雁行”关系的基本内涵，即各国产业发展具

有梯次性，产业发展实现“生产效率化、多元化和高级化”以及基于“垂直分工”的各产业比较优

势在不同梯次国家间单向转移。另一方面，新国际分工体系下“新雁行模式”呈现出与传统“雁

行模式”不同的新特征：（1）“新雁行模式”下的“大雁群”可能由多个“小雁群”构成。“新雁行模

式”依托于全球生产网络，并且其“雁行”结构可以通过区域生产网络结构反映和表达，网络内部

根据彼此的联系和依赖程度可能形成不同子群；（2）“新雁行模式”下产业发展可能呈现“多级雁

行”格局，新兴经济体可能成长为某些较高技术产业的“领头雁”。新国际分工体系下，不同梯次

国家均可能从区域内外获得动态比较优势，“大雁群”和“小雁群”的“雁首”可以更替，不同国家

或地区可以成为不同产业部门的“领头雁”，低梯度国家可能通过跨越式发展成长为较高技术产

业的“领头雁”，高梯度国家可能因为较低技术产业较高环节的转移或回流，成为较低技术产业

的“领头雁”。

接下来，本文基于贸易合作和产业转移两个“雁行”式产业发展实现路径，实证检验“一带

一路”产业发展的“新雁行模式”，探索新国际分工体系下“新雁行模式”的动态演变特征，进而

提出有利于推进“新雁行模式”和促进“一带一路”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三、基于“一带一路”出口网络演进的实证分析

（一）各国出口贸易的梯次性

对新产品或者关键零部件的 M−P−E 贸易合作与工业化追赶，是后发国家实现产业发展的

重要途径。出口是生产效率的体现，一国的出口可以反映该国的整体生产能力与绝对优势

（Martincus 和 Carballo，2008）。这里采用 2000−2018 年包含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64 个成员国①

间的出口数据，②分析“一带一路”出口网络及其结构演变，验证“新雁行模式”的存在性，探讨新

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生产网络下“新雁行模式”的层级关系、关联程度和动态演变特征。

用各国的“一带一路”区域内出口数据构建出口贸易网络，可以反映区域内各国的产业发展

水平和绝对优势，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和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根据 2018 年沿线各国的

区 域 内 贸 易 出 口 总 额 ， 将 沿 线 64 个 国 家 分 为 四 个 层 级 ： ③第 一 层 级 国 家 16 个 ， 平 均 出 口 额

1 394.879 亿美元；第二层级国家 16 个，平均出口额 207.361 亿美元；第三层级国家 18 个，平均出

口额 56.383 亿美元；第四层级国家 14 个，平均出口额 8.698 亿美元。沿线各国的出口贸易差异较

大，具有明显的“梯次性”特征，能够反映各国产业发展的“雁行”形态。其中，中国是“一带一

路”的贸易枢纽和“领头雁”，俄罗斯、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等位居前列，“雁尾”则包括也门、

周华蓉、刘友金、贺胜兵：“新雁行模式”理论与“一带一路”产业发展

① 因为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缺失数据，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包含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64 个成员国，各国的 ISO 代码与联合国商品

和贸易数据库所使用的国家代码一致，部分国家缺失的出口数据用其他国家向其进口的数据替代。

② 2019 年与 2018 年相比数据缺失较多，因此选用 2000−2018 年的数据。

EX EX ⩾ 400 100亿 ⩽ EX < 400 20亿 ⩽ EX < 100

EX < 20

③ 用 表示区域内出口规模， 亿美元的国家位于第一层级， 亿美元的国家位于第二层级， 亿

美元的国家位于第三层级， 亿美元的国家位于第四层级。分层标准根据数据分布特点进行设定：一方面体现明显的层级差别，另一方

面每个层级包含的国家数量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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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不丹、黑山、尼泊尔等国家。

（二）区域内出口变化与“生产效率化”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出口动态变化能够反映区域整体生产效率的变化，“一带一路”区

域出口贸易增长迅速，反映出区域整体生产效率持续提升。2000 年沿线 64 个国家区域总出口为

12 681 亿美元，到 2018 年增长至 71 766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 25.88%；“一带一路”区域总出口占

世界总出口的比重也明显上升，2000−2018 年占世界总出口的比重由 19.522% 上升至 36.625%。

“一带一路”区域内的相互出口大幅增加，增长率高于区域总出口增长率。2000 年 64 个国

家的区域内出口规模为 3  403 亿美元，2018 年增加到 26  772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 38.156%。

2018 年区域内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是中国（7 124.520 亿美元），区域内出口规模超过 1 000 亿美

元的国家有俄罗斯、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和阿联酋。“一带一路”区域内出口占区域总

出口的比重也大幅上升，2000 年区域内出口占区域总出口的比重为 26.832%，2018 年上升至

37.305%。2000−2018 年区域内出口增幅位列前五的国家有中国、俄罗斯、新加坡、印度和阿联

酋，区域内出口规模增长在 500 亿美元以上的还有泰国、马来西亚、越南、波兰、土耳其、伊拉克和

捷克。根据数据分析，样本区间内“一带一路”区域整体生产效率明显提高，区域内经济联系日

益密切，符合“生产效率化”的基本内涵。

（三）“新雁行模式”下的贸易网络结构及演变

与传统“雁行模式”基于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的等级式的梯次发展关系不同，新国际分工体

系下“一带一路”产业发展的“新雁行模式”则是基于产品内分工的全球生产网络，形成了网络

型的梯次发展关系。本文通过观察“一带一路”区域内出口网络结构及其变化，分析“新雁行模

式”下各国基于总体生产能力和绝对优势的梯次关系、关联程度和动态演变。①

本文采用图论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借助 Gephi 0.9.2 软件实现“一带一路”区域内出口网络

结构的可视化表达，图 5 展示了 2000 年、2007 年、2013 年和 2018 年的“一带一路”区域内贸易网

络结构及其演化情况。图中各节点表示不同的国家，节点大小表示用出口总金额衡量的各国整

体生产效率，节点间的连线表示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出口情况，连线的数量和粗细程度表示各

国的联系和依赖程度。从图中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通过出口网络紧密相连。2000 年

“一带一路”区域内出口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是新加坡、俄罗斯、中国、马来西亚和泰国，2007 年

依次是中国、新加坡、俄罗斯、马来西亚和泰国，2013 年依次是中国、新加坡、俄罗斯、印度和马来

西亚，2018 年依次是中国、俄罗斯、新加坡、印度和马来西亚。

本文进一步利用 Gephi 软件，采用 blondel 算法对“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结构进行模块化分

析，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贸易联系的紧密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在 “大雁群”内部，存在三个

“小雁群”，图 5 反映了“新雁行模式”下“大雁群”和“小雁群”的结构演化情况。2000 年“大雁

群”的领头雁是新加坡，“小雁群”的雁首分别是新加坡、俄罗斯和印度，其中以新加坡为雁首的

“小雁群”是大雁群的主体，出口占区域内总出口的比重为 54.268%，另外两个“小雁群”（分别以

俄罗斯和印度为雁首）的出口占比分别为 36.219% 和 9.513%；2007 年中国接替新加坡成为“大雁

群”的领头雁，“小雁群”的雁首分别是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以中国为雁首的“小雁群”是“大雁

群”的主体，出口占区域内总出口的比重为 49.454%，另外两个“小雁群”（分别以俄罗斯和印度

为雁首）的出口占比分别为 36.322% 和 14.224%；2013 年雁群结构与 2007 年相似，但各“小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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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同时构建了“一带一路”区域中间品出口网络，并分析其网络结构，发现“一带一路”区域内中间品出口贸易网络结构与总出口贸

易网络结构基本相同，进一步验证了“新雁行模式”的梯次关系、“大雁群”嵌套“小雁群”的网络结构及动态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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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重 要 性 有 所 变 化 ， 以 中 国 、 俄 罗 斯 和 印 度 为 雁 首 的“小 雁 群”出 口 占 比 分 别 为 53.721%、

30.122% 和 16.157%，以中国和印度为雁首的“小雁群”出口占比持续增加；2018 年，中国仍然是

“大雁群”的领头雁，以中国为雁首的“小雁群”出口占比继续增加至 60.854%，俄罗斯和部分独

联体国家进入以中国为雁首的“小雁群”，俄罗斯成为该“小雁群”中仅次于中国的重要成员。以

印度为雁首的“小雁群”，出口占比增加至 20.953%。波兰替代俄罗斯成为“小雁群”的雁首，并

且该子群的出口占比大幅下降至 13.193%。“新雁行模式”下，“大雁群”可以由几个“小雁群”组

成，雁群结构是动态变化的，“大雁群”的领头雁和“小雁群”的雁首均可以更替。
 

2000年 2007年 2013年 2018年 
图 5    2000−2018 年“一带一路”区域贸易网络演变情况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新雁行模式”中的位序不断更替变化。结果显示，2018 与 2000 年

相比，孟加拉国和老挝上升 13 个位次，伊拉克和蒙古上升 12 个位次，我们注意到，这四个国家均

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节点国家，且与中国开展了深度合作。上升 10 个位次以上的国家还包

括伊朗、拉脱维亚和卡塔尔。阿塞拜疆、缅甸、阿联酋、波黑、格鲁吉亚、柬埔寨、沙特阿拉伯、埃及

和越南上升 7 个位次以上。位次上升的国家还有中国、印度、马其顿、保加利亚、罗马和亚美利亚

等。位次下降最多的是也门和叙利亚，分别下降了 35 位和 26 位，其次是阿曼、乌克兰和尼泊尔，

这些国家下降都超过 10 个位次，下降较多的还有塞浦路斯、白俄罗斯、以色列、斯里兰卡、约旦、

文莱、斯洛文尼亚、黎巴嫩和希腊，科威特、新加坡和捷克的位次也有所下降。显然，政局稳定和

经济基础较好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出口网络中的位序上升更快，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积极参与国际

分工和全球生产网络，其比较优势得到较好发挥，生产效率和出口能力随之快速提升。

四、基于“一带一路”产业比较优势转移的实证分析

（一）区域分工体系的层级结构

“雁行”式的产业转移直接产生于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蔡昉等，2009），“新雁行模式”下，国

际分工演进能够加速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并催生新的比较优势。由于缺少分行业的跨国产业

转移数据，这里用不同产业的比较优势在不同梯次国家间的转换来表示显性和潜在的产业转

移，并验证“一带一路”产业发展的“新雁行模式”。

ρs

本文借鉴 Rana（1990）等文献，计算“一带一路”各国不同产业的比较优势指数，并分析其时

间变化，验证“新雁行模式”的梯次性及“多级雁行”格局；参考 Dowlinga 和 Cheang（2000）的研究

方法，计算各国国内各产业比较优势变化的 Spearman 秩相关系数（ ），从“产业多元化和高级

化”角度，验证“一带一路”产业发展的“新雁行模式”，然后计算不同国家间各产业比较优势变

化的 Spearman 秩相关系数，检验“一带一路”不同梯次国家和产业“新雁行模式”的序贯推进。

RT A RT A RCA

RT A

RT A

本文选取相对贸易优势指数（ ）来刻画各国各产业的比较优势， 指数是对 指数

的进一步修正和扩展。用 指数计算一国出口优势时，考虑到进口对产业比较优势的渗透和

削弱作用，测算结果具有更强的客观性。 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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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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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 Ai j > 0 j i RT Ai j < 0 j i

RT Ai j = 0

其中， 和 分别表示 国 产品的出口和进口， 和 分别表示 国的总出口和总进口，

和 分别表示世界 产品的出口和进口， 和 分别表示世界总出口和总进口。

如果 ，则表明 国 产品的生产具有比较优势；如果 ，则表明 国 产品的生产不具

有比较优势；如果 ，则表示实现自我平衡。

在实证检验之前，需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发展梯次层级进行初始划分。本文参

照 Kojima（2000）和 Kalotay（2004）等研究“雁行模式”的分层方法，根据 2018 年各国人均 GDP 将

沿线各国划分为四个层级。①与此同时，采用 2000−2018 年 57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

数据，②根据 OECD 制造业技术划分标准，将 19 个制造业行业划分为低、中低、高、中高四个技术

层级。数据来源于 UN Comtrade 的进出口贸易数据（SITC Rev.3）。

（二）“新雁行模式”下的“多级雁行”格局

表 1 展示了 2018 年“一带一路”四个不同技术层级制造业产业比较优势指数排名前十的国

家。数据显示，低技术产业“纺织、纺织品、皮革及鞋类制造”具有比较优势的主要是巴基斯坦、

柬埔寨等人均 GDP 在第三和第四层级的国家，中国、土耳其等少数第二层级国家在低技术产业

上仍有比较优势；中低技术产业“基本金属和金属制造”具有比较优势的主要是人均 GDP 在第

二和第三层级的国家，巴林、希腊等少数第一层级国家在中低技术产业上仍有比较优势；中高技

术产业“电气机械和设备制造”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大致均匀地分布于第一、第二和第三层级，

说明比较优势已经由第一和第二层级向第三层级转移；高技术产业“广播、电视和通信设备制

造”具有比较优势的主要是人均 GDP 在第一层级的国家，但也出现了向第二和第三层级国家转

移的趋势，菲律宾、越南等少数低层级国家在高技术产业上出现“跨越式”发展。显然，各产业在

“一带一路”国家的分布既具有明显的“梯次性”结构特征，又发生明显的“跨越式”发展现象。

 
表 1    不同技术产业比较优势指数（RTA）排名前十的国家

③

位序 纺织、纺织品、皮革及鞋类制造 基本金属和金属制造 电气机械和设备制造 广播、电视和通信设备制造

1 PAK4（10.712） UKR3（2.785） PHL3（3.510） PHL3（1.248）

2 KHM4（8.299） MNE2（2.517） MDA3（3.140） MYS2（0.904）

3 ALB3（4.410） BHR1（2.396） MKD3（1.468） VNM3（0.903）

4 MMR4（3.308） BGR2（1.189） SRB2（1.341） SGP1（0.647）

5 JOR3（2.967） GEO3（1.041） ROU2（1.270） SVK1（0.423）

6 VNM3（2.685） BIH3（0.925） CHN2（0.954） ISR1（0.406）

7 TUR2（2.378） ARM3（0.769） BGR2（0.683） LAO3（0.396）

8 CHN2（2.278） GRC1（0.749） SVN1（0.603） CYP1（0.381）

9 IND4（2.013） SRB2（0.651） HUN1（0.562） EST1（0.259）

10 MDA4（1.108） RUS2（0.497） EST1（0.532） LVA1（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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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人均 GDP≥17 000 美元的国家位于“一带一路”区域“新雁行模式”的第一层级，7 000≤人均 GDP<17 000 美元的国家位于第二层级，

2 000≤人均 GDP<7 000 美元的国家位于第三层级，人均 GDP<2 000 美元的国家位于第四层级。此处分层标准借鉴姬超（2019）的做法，并根据

研究需要将五个层次调整成四个层次。

② 剔除行业数据严重缺失的部分国家，共包含 57 个样本国家。

③ 国家代码的上标表示该国所在的人均 GDP 层级。

•  86  •



RT A

RT A

RT A

从表 1 还可以看出，新国际分工体系下，低梯度国家部分较低技术产业的较高环节可能向

高梯度国家转移或回流，增强高梯度国家某些较低技术产业的比较优势。根据计算结果，第一层

级国家巴林的“基本金属和金属制造”的 指数在 2007−2017 年增加了 1.792，至 2018 年该产

业比较优势的区域排名上升至第三位；立陶宛的四个低技术产业中有三个产业的 指数下降，

符合“雁行”关系的“梯次性”特征，但是“其他制造业、再生产品”的 指数增加了 0.280，推动

该产业比较优势的区域排名由 2007 年的第七位，上升至 2018 年的第四位；发生类似变化的还有

新加坡的“食品制造、饮料和烟草”、斯洛伐克的“木材、纸制品、印刷和出版”以及斯洛文尼亚的

“基本金属和金属制造”等。

接下来，探讨“新雁行模式”下各国产业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趋势。在四个“雁行”层级中

各选取一个典型国家，分别是新加坡、中国、越南和巴基斯坦，各国各产业 RTA 指数的动态变化如图 6
所示。“纺织、纺织品、皮革及鞋类制造”最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是巴基斯坦，接下来分别是越

南、中国和新加坡，其中，新加坡的指数为负且略微下降，中国的 RTA 指数为正但出现下降趋势，

越南的 RTA 指数高于中国，巴基斯坦的 RTA 指数高且有上升趋势。可以看出，低技术产业“纺

织、纺织品、皮革及鞋类制造”的比较优势已经顺梯次由较高层级国家转移至较低层级国家。

“基本金属和金属制造”和“电气机械和设备制造”产业最具比较优势的国家是中国，其次是新

加坡，中国在这两个产业上的 RTA 指数明显上升，表明较低技术和较高技术产业的比较优势可

能发生顺梯度转移，新加坡作为区域内最高层级国家在较低和较高产业上均丧失了比较优势，

越南和巴基斯坦的 RTA 指数为负数，表明低层级国家在较高技术产业上仍然不具比较优势。高

技术产业“广播、电视和通信设备制造”的 RTA 指数除越南外，整体上表现出明显的比较优势顺

梯度分布，而且新加坡和中国的 RTA 指数呈现上升趋势。可见，“一带一路”各产业在不同层级

国家的比较优势分布及其变化符合“垂直分工”和“梯次性”特征。
 

纺织、纺织品、皮革及鞋类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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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层级国家典型产业的 RTA 动态变化

 

“新雁行模式”下，少数国家的产业有“跨越式”发展的可能。从 2013 年起，越南高技术产业

“广播、电视和通信设备制造”的 RTA 指数甚至超过了中国和新加坡，出现了“跨越式”发展现

象。近年来，越南电子产品制造和智能手机制造这两个产业的出口占越南出口的比重超过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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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越南电子产业主要以生产零配件及组装电子产品为主，主要属于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环节。①

“一带一路”不同产业发展呈现出“多级雁行”格局。如表 2 所示，四个低技术产业比较优势

最高的国家分别是巴基斯坦、亚美尼亚、拉脱维亚和波黑，五个中低技术产业比较优势最高的国

家分别为乌克兰、以色列、巴林、塞尔维亚和菲律宾，五个中高技术产业比较优势最高的国家分

别是中国、马其顿、约旦、斯洛伐克和摩尔多瓦，五个高技术产业比较优势最高的国家分别为以

色列、菲律宾、中国、以色列和塞浦路斯。显然，“新雁行模式”下，“一带一路”各国形成了不同产

业交错、不同国家领头的“多级雁行”格局。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成为中高和高技术产业的“领头

雁”，其中，中国是“铁路机车及其他交通设备”和“办公、会计和计算机设备”产业的“领头雁”，

并且在“轮船制造和修理”（排名第二）、“其他机械设备”（排名第二）等产业上位居前列；第三层

级国家菲律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高技术产业“广播、电视和通信设备”的“领头雁”。部

分高梯度国家仍然是较低技术产业的“领头雁”，如拉脱维亚是低技术产业“木材、纸制品、印刷

和出版”的“领头雁”，以色列是中低技术产业“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的“领头雁”。“多级雁

行”形态表明，“一带一路”区域正在实现国际投资和技术获取来源的多元化，明显不同于传统

“雁行模式”下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来源偏重于某一国家的格局。
 

表 2    各产业最具比较优势的国家

类型 各产业最具比较优势的国家 类型 各产业最具比较优势的国家

低技术产业

纺织、皮革及鞋类制造：PAK（10.712）

中低技术产业

基本金属和金属制造：UKR（2.78）

食品制造、饮料和烟草：ARM（4.970） 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ISR（7.431）

木材、纸制品、印刷和出版：LVA（6.261） 焦炭、炼油产品及核燃料：BHR（11.0473）

其他制造业、再生产品：BIH（2.961） 橡胶和塑料制品：SRB（2.789）

轮船制造和修理：PHL（2.172）

中高技术产业

铁路机车及其他交通设备：CHN（1.651）

高技术产业

医疗、精密和光学仪器：ISR（1.560）

其他机械设备：MKD（0.906） 广播、电视和通信设备：PHL（1.248）

化学制品（不含制药）：JOR（1.966） 办公、会计和计算机设备：CHN（2.082）

汽车、挂车和半挂车：SVK（1.405） 制药：ISR（1.858）

电气机械和设备：MDA（3.140） 航空航天器制造：CYP（2.201）
 
 

（三）“新雁阵模式”下的生产多元化和高级化

ρs ρs

ρs

本文借鉴 Dowlinga 等（2000）的方法，探讨“新雁行模式”是否促进了沿线各国的产业结构优

化与升级。计算出每一个样本国家 RTA 指数的 Spearman 秩相关系数（ ），如果 为负数或者是

低的正数且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则表明观测期间该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实质变化，产业发展

出现了明显的多元化和高级化趋势；如果 显著正相关且接近于 1，则说明该国的产业结构变化

不大。计算结果如表 3 所示。

ρs ρs

从表 3 可以看出，2000−2018 年“一带一路”区域的大多数国家的制造业都经历了显著的结

构变化，呈现出“产业多元化和高级化”趋势。新加坡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制造业增加值保

持平稳较快增长，产业结构也持续向合理化迈进，其 在第一层级国家中最低。波兰的 在所有

样本国家中最低，波兰在完成经济转型之后发展较快，实现了由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

术密集产业的结构升级，产业发展呈现多元化和高级化趋势。马来西亚提出“超越制造业”的发

展模式，重视人才和创新，促进本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多元经济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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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于电子元件交易网，https：//www.114ic.com/info/287332.htm，2020-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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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的国家。越南采取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战略，有选择地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挖掘创

新革新能力，近年来不仅大量出口纺织服装、鞋帽等低技术产品，而且电子产品等高技术产品也

已经成为越南的主要出口产品。制造业产业结构发生较大动态变化的还有格鲁吉亚、爱沙尼亚、

巴林、卡塔尔、保加利亚、吉尔吉斯斯坦、伊朗和埃及等国家。
 

表 3    “一带一路”国家内部产业结构变化的 Spearman 秩相关系数
①

层级 国家 ρs（2000−2018年） ρs（2000−2012年） ρs（2013−2018年） 平均②

第一层级

SGP 0.4158* 0.4228* −0.6018***

0.593BHR 0.4789** 0.6667*** 0.5667**

EST 0.4596** 0.7018*** 0.8211***

第二层级

POL 0.3965* 0.4175* 0.9193***

0.613MYS 0.4982*** 0.6579*** 0.9456***

CHN 0.7228* 0.7421** 0.9825*

第三层级

IRN 0.5459** 0.6615*** 0.8473***

0.671IDN 0.6193*** 0.8842*** 0.7333***

VNM 0.5596** 0.4842** 0.9211***

第四层级

IND 0.7228*** 0.7035*** 0.9702***

0.694KHM 0.7316*** 0.3684 0.6211***

PAK 0.8772*** 0.8912*** 0.9579***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ρs

ρs

ρs

部分国家的 较高，如巴基斯坦、中国等。作为低收入和低工业化国家，巴基斯坦的工业基

础 薄 弱 ， 根 据 计 算 结 果 ， 巴 基 斯 坦 有 14 个 行 业 的 RTA 指 数 为 负 数 ， 不 具 有 比 较 优 势 ， 但 是

2000−2018 年有 10 个产业（包含 3 个高技术产业）的 RTA 指数增加，说明巴基斯坦制造业存在

“多元化和高级化”现象。中国的 也比较高，但是有 12 个产业（包含 3 个高技术产业）的 RTA 指

数增加，4 个低技术产业中有 3 个产业的 RTA 指数减少，表明中国制造业正在向生产更加多元化

和高级化的方向发展。情况类似的还有俄罗斯、柬埔寨、阿尔巴尼亚和印度，虽然 较高，产业结

构调整的幅度相对较低，但这些国家的 RTA 指数变化也呈现出“多元化和高级化”的趋势。

ρs

从整体来看，产业结构调整也具有“梯次性”和跨层级跃进特征。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层

级国家的 平均值分别为 0.593、0.613、0.671 和 0.694，表明“产业多元化和高级化”首先从第一层

级国家开始，依次向下一层级传导。新国际分工体系下有部分国家向“产业多元化和高级化”调

整的速度出现了跨层级的快速跃进，如波兰、马来西亚、格鲁吉亚等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

均快于上一层级的大多数国家。

ρs比较 2013 年与 2000 年、2018 年与 2013 年的 ，可以进一步观察“一带一路”倡议对各成员

国 产 业 调 整 的 影 响 。 不 难 发 现 ，“一 带 一 路”各 国 的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和 产 业 升 级 主 要 发 生 在

2000−2013 年期间，只有少数国家如新加坡、巴林、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亚的产业结构动态变

化主要发生在 2013 年之后。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间不长，而产业结

构调整升级是长期的过程，政策效应尚未充分显现出来。

（四）“新雁行模式”下的比较优势转移

基于国家和产业梯度的“雁行”关系仍然是“新雁行模式”的基本内涵，不同层次国家间比

周华蓉、刘友金、贺胜兵：“新雁行模式”理论与“一带一路”产业发展

① 限于篇幅，表 3 只报告了部分计算结果。

② 此处平均值为各层级所有国家的 Spearman 秩相关系数的算术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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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s

ρs

ρs

较优势的相对变化能够为验证“雁行”关系提供进一步的支持。本文借鉴 Dowlinga 和 Cheang（2000）

的思路，通过计算不同层级国家间 RTA 指数变化的 Spearman 秩相关系数（ ），分析“一带一路”

各国比较优势的转移情况。如果 显著为负，则表明不同梯次国家间发生了比较优势单向转移；

如果 显著为正，则说明比较优势朝同一方向发展，“雁行”关系不成立。

ρs

2000−2018 年“一带一路”不同梯次国家间存在较大规模的比较优势单向转移。计算结果

显示，在 2018 年与 2000 年、2007 年与 2000 年、2013 年与 2007 年、2018 年与 2013 年间发生了比

较优势单向转移的国家组合有 274 组，而 2000−2018 年任意两个不同年份间的排列共有 342 组，

可见具有产业发展“雁行”关系的国家组合占比较大。表 4 列出了 2018 年与 2013 两个年份间发

生比较优势单向转移的国家组合，这些国家间的 至少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说明发生了

以“垂直分工”为基础的产业转移，符合“雁行”关系。
 

表 4    2018 年与 2013 年间发生比较优势单向转移的国家组合
①

ρs 国家组合

ρs（2013−2018年）

QAT1-SVK1；SVN1-LVA1；ARE1-SGP1；EST1-BRN1；POL2-HUN2；EST1-KWT1；QAT1-IRN3；SVN1-MNG3；SGP1-
QAT1、IND4；POL2-IDN3；IDN3-PHL3；SVN1、CZE1-IND4；HRV2-IND4；SVN1、BHR1、OMN2-BGR2；BGR2-IDN3；SGP1-
CHN2；CHN2-TUR2、KAZ2、IDN3、UKR3、EGY3；EST1、GRC1、EGY3-MMR4；ISR1、SVN1、GRC1、HRV2-LAO3；SVK1-
GRC1；GRC1-ROU2；OMN2-SRB2；SAU1-THA2；BHR1-ROU2、TUR2、MKD3、KHM4；SAU1、BIH3-IND4；SAU1-MYS2；

SAU1-MMR4；SAU1、KWT1-AZE3；SAU1、JOR3-YEM4；KWT1-MYS2、MYS2-MNE2；OMN2-LBN2；LVA1-BHR1、HRV2、

GEO3；BRN1-RUS2；RUS2-KAZ2、ARM3、JOR3、MMR4；KAZ2-ALB3；ALB3-AZE3、MDA3、MNG3、KGZ4；BGR2-UKR3、

MDA3；ARM3-BLR3、MNG3；PHL3-AZE3；HRV2、MNE2-AZE3；AZE3-PAK4、PAK4；BGR2-VNM3；IDN3-BIH3；BIH3-
PSE3；PHL3-BLR3；BLR3-JOR3；CYP1-THA2、LBN2、AZE3、YEM4、LAO3；IRN3-PSE3；LBN2-JOR3；JOR3-IRN3；KAZ2-
GEO3、EGY3；GEO3、JOR3-KGZ4；HRV2、IDN3、IRN3-KHM4； MNE2-YEM4；THA2、KAZ2、TUR2-PHL3；PHL3-YEM4、

KGZ4；SRB2-PSE3、EGY3；RUS2-TUR2；HRV2-UKR3（103组）

　　注：表中显示的组合至少在10%水平上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
 
 

发生比较优势单向转移的国家组合在 2007 年与 2000 年间有 64 组，在 2013 年与 2007 年间

有 57 组，在 2018 年与 2013 年间有 103 组，说明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对区域“雁行”产业发

展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各国按照比较优势优化区域内资源配置，相

互取长补短，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互利共赢，对区域“雁行”产业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溯源传统“雁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新国际分工体系下产业发展的“新雁行模式”，

基于“一带一路”产业发展的经验证据对“新雁行模式”进行实证检验，并分析其动态演变特征。

研究发现：（1）“新雁行模式”符合产业发展“雁行”关系的基本内涵，即“一带一路”各国各产业

均呈现出梯次发展、依序起飞的“雁行”形态，沿线国家产业发展呈现出多元化、高级化趋势，不

同发展水平国家间存在比较优势单向转移，有利于维持区域内产业发展的“雁行”序贯结构。

（2）新国际分工体系下“新雁行模式”具有与东亚“雁行模式”不同的新特征。“新雁行模式”下

沿线各国形成更加紧密的开放式区域生产网络，呈现出“大雁群”嵌套“小雁群”和“多级雁行”

的新格局。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在新国际分工体系下获得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动态比较优势，实现

“跨越式”发展，“首雁效应”并非只来源于某一个国家。（3）新兴市场国家在高技术产业上的比

较优势主要源于低附加值环节的生产优势。（4）“一带一路”倡议对“新雁行模式”产业转移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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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家 ISO 代码的上标表示该国所在的以人均 GDP 划分的国家层级。QAT1-SVK1
表示位于第一层级的卡塔尔和斯洛伐克之间存在比

较优势单向转移。SGP1-QAT1
、IND4

表示位于第一层级的新加坡和第一层级的卡塔尔以及第四层级的印度之间存在比较优势单向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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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各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促进作用还未充分显现

出来。

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一带一路”区域的产业发展影响深远，并会加速全球

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的重构进程。推进产业发展的“新雁阵模式”，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促进各国互利共赢。针对“一带一路”区域“新雁行模式”下的产业发展情况，本文提出三个

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发展“一带一路”生产网络，构建区域产业共生体系。中国企业应积极

“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新空间，推动国内企业将部分非核心的生产和服务等业务向“一带一

路”国家转移和区域分包采购，构建产业共生体系，努力打造区域发展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

体。第二，培育“多级雁行”格局，增强区域产业发展协同效应。“一带一路”产业发展要形成合

力，不仅要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雁群”，也要培育各具特色、充满活力的“小雁群”，各国需

要持续改善区域互联互通及其互操作性，聚焦创新大国和“关键小国”，探索构建区域发展协调

机制和投资风险联合处置机制，增强区域产业发展的协同效应。第三，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增强

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领头雁”功能。进一步发挥中国的大国优势，加强“一带一路”区域产业整

合，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抓住以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为驱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打造数

字经济生态系统并向“一带一路”延展。深化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区域合作，推进国家价值

链、区域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有机联结和整合重构，在发展国内价值链和主导区域价值链基

础上主动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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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Flying-Geese Patter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Belt and Road” Area

Zhou Huarong1,  Liu Youjin1,  He Shengbing1，2

(1. Business School,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2. Research Base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n Hunan Province, Xiangtan 411201, China)

Summary:  The traditional “flying-geese” theory cannot reasonably explain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various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a multi-level system of interna-

tional specialization has emerged, which is dominated by 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 and the coexistence of

inter-industry specialization, intra-industry specialization and 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 The industrial de-

velopment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specialization system needs new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The existing liter-

ature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new flying-geese patter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ch-

elon, but lacks a systematic study of its connotation,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characteristics.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chelon is only the basis of the existence of “flying-geese” relation, which cannot reflect the

complete connotation of “flying-geese” rel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new flying-geese patter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internation-

al specialization system. On the basis of tracing the traditional “flying-geese” theory, it takes trade coopera-

tion and industrial relocation as the entry point, mak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new flying-geese

pattern”, and verifies this patter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Belt and Road” area. The results of empir-

ical analysi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Belt and Road” area shows the form of

“flying-geese” echelon development and taking off in sequence, with the pattern of “big goose group” nes-

ted with “small goose group” as well as “multi-level flying geese”, and the “leading goose” effect doe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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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te from a single country alone. Secondly,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have improved pro-

duction efficienc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hows a trend of diversification and upgrading, and their comparat-

ive advantages in the medium and high technology industries have increased. Some emerging markets have

achieved “leapfrog” development, while their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high-tech industries mainly come

from low value-added links. Thirdly, aft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 put forward, ther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one-way shift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the region, bu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in-

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has not been fully manifeste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the “Belt and Road” production network, cultivate the “multi-level fly-

ing geese” pattern, enhance the “leading goose” function of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new flying-geese pattern” of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new flying-geese pat-

ter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analyzes its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main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new

international specialization system. Secondly, this paper empirically verifie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flying-geese pattern” using the export trade data of the “Belt and Road”,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it, and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on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

ment.

Key words:  “new flying-geese patter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gional trade network； shift

in comparative advantages

（责任编辑　景　行）

 

（上接第 17 页）

growth to preferential poverty reduction, the evolution of subjects from government undertaking to multi-party

linkage, and the evolution of objectives from paying attention to material revealing backstop to multi-dimen-

sional empowerment. (3) The CPC has received great achievements in poverty reduction, and the production

and living conditions of farmers have appeared a qualitative leap. From now on, China should lay emphasis on

the problem of relative poverty on the basis of preventing poverty-returning, and adopt the way of overall plan-

ning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o promote 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may include that: (1) It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CPC’s poverty reduction thoughts, which enriches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of this area. (2) By analyzing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PC’s poverty reduction thoughts, it summarizes the general rules of “shift”

and “invariability” behind them, which deepens th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mation and connotation

of the CPC’s poverty reduction thoughts. (3) Taking rural areas as the observation object, it arranges the Buck

Survey Data from 1920s to 1930s to combine with other modern rural data, and compares them with the relev-

ant data at the present stage, which intuitively presents the centennial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the CPC.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verty reduction； evolution of thoughts；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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